教育行政的的邪惡視角：二則弱勢學生的案例分析

摘要

    「行政邪惡」(administrative evil) 最普遍的特徵，就是普通人為了做好分內之事，全心全力配合組織目標，聽從上司命令執行任務，這麼一個看似謹守工作本分的平凡行為，卻牽扯入邪惡的行動當中，而且對於其所造成的種種危害毫不自知。本文主要論述脈絡強調，教育行政人員之所以做出行政邪惡，極大可能主因在於其倫理思維失靈退化，任憑技術理性制約，盲目服從法定權威，從而型塑出無思想和缺乏反省與判斷的官僚慣性。循此，本文之研究目的乃從教育行政的邪惡角度切入，探討教育行政人員所面對的行政邪惡情境。此外，本文援引二則教育行政現場的實際案例，交相反思行政邪惡的理論與實務，據以整合歸納出兩者間的對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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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il Lens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wo Cases Analysis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bstract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administrative evil” is that ordinary people may engage in acts of evil without being aware that their doing best to complete the tasks is in fact doing anything at all wrong. The major discourse context of this paper emphasized that the possible reason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to involve the acts of administrative evil is because of their failure in ethical mindset, conditioned by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blind obedience to legal authority. As a result, combined together they then initiate the bureaucratic inertia of thoughtlessness and an inability to think and judge. Drawing from the evil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was therefore aimed to discuss the administrative evil situation and circumstance that confronte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Meanwhile, an analysis of two real cases happening in the educational settings was undertaken to build up a mutu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raction of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dministrative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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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校是一個道德機構亦是一個倫理組織，教育行政人員在日常例行的實務上，無可避免總得隨時面對倫理兩難 (ethical dilemma)，做出道德決定 (moral decision) (林明地，1999；黃乃熒，2004；蔡進雄，2009；謝文全，2007；Denig & Quinn, 2001；Cranston, Ehrich, & kimber, 2005; Starratt, 1996; Strike , Haller, & Soltis，1988)。而倫理兩難之所以層出不窮，道德決定之難以明確抉擇，教育行政人員在面對模糊不清、晦暗不明的倫理困境時，其本身所抱持的立場、心態、信念和理想，實具有顯著性的影響。進而言之，教育行政領導無疑代表一種價值本位 (values-based) 的追求過程 (Walker & Shakotko, 1999)，價值、倫理、道德彼此交織合捻，互為因果，在以創造學生最大利益的原則下，嚴峻考驗著領導者的人性、意志與對善的堅持。反過來說，如果教育行政領導的道德和倫理面向，相當地仰賴領導者自身的覺醒及修練，那麼道德或倫理領導的實踐中，即存在著高度的風險跟不確定性。因為，每個人心中的善與惡標準不一、定義不同，某一人所崇尚的至美至善可能只是另一人眼中的小愛小德，或者，旁觀者認定之具有爭議的非法手段，卻是當事人堅信之正本清源的必要之惡。

    與之同時，由於教育行政現場局勢的詭譎多變，教育行政官僚體系的法定權威
 (legal authority)，教育行政效率導向的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領導者身陷其中的複雜情境，即便是自認盡忠職守、依令行事之行為，抑或自詡主動積極、顧全大局之表現，亦難以避免發生如Adams 和 Balfour (2004) 所說的「行政邪惡」(administrative evil) 現象。行政邪惡的最普遍特徵，在於一般人因其日常的工作與行政角色而牽扯入邪惡的行動當中，而且對於其所造成的種種危害毫不自知。上述兩位學者強調，由於技術理性
 (technical rationality) 文化在現今官僚組織的盛行，從而帶來一種新的、令人迷惑的邪惡－行政邪惡，而最特別的是，行政邪惡從不以真面目示人，藉由官僚慣性的層層掩護，行政人員做出「邪惡之事」，卻渾然不知自身何以「邪惡」。

    職是之故，倘若偏執於技術理性 (以及工具理性和法定權威)，缺乏倫理道德的反省實踐 (reflective practice)，教育行政人員的積極涉入和消極忽視，皆可能造成負面後果而不自知。換句話說，一旦教育行政人員的主觀詮釋凌駕客觀事實，只服膺自己所信奉的理性和權威，只遵循自己認知的守則和規範，則無論其選擇作為或不作為，只要對無辜的他人有所傷害，都是一種行政邪惡。循此，本文之研究目的乃從教育行政邪惡的角度切入，探討教育行政人員所可能發生的行政邪惡行為。本文之研究採用質性的概念分析方法，以理論的邏輯推演和觀點的辯證剖析為主。本文前言乃以行政邪惡概念為經緯，說明研究背景及旨趣；第二章節即由行政邪惡接手，據以詳細解釋行政邪惡的中心意涵；其次，本文嘗試擬援引二則教育行政現場實例，交相反思行政邪惡的理論與實務；最後，則為結語及建言。

貳、行政邪惡的意涵

一、邪惡與行政邪惡

    Adams 和 Balfour (2004) 於2004年所出版之《揭開行政邪惡之面具》(Unmasking Administrative Evil) 表示，並非邪惡之人才行邪惡之事，一般普羅大眾亦有可能做出邪惡行為，但卻毫不自知。此種「普通人行邪惡事」已成為現代公共生活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一種公共政策或行政過程中包裹的邪惡，亦即「行政邪惡」。而為了將邪惡與行政邪惡有所區別，Adams 和 Balfour初步將邪惡定義為，「故意或預謀地施加傷痛與苦難於其他人的行為」(p. xix)，行政邪惡則是一般人在自以為合乎正義的行動中，或是基於崇高動機的驅使下，造成他人的痛苦和傷害卻不知其所以然。

    Adams 和 Balfour (2004) 進一步提出一個「邪惡和犯錯連續漸變模式」(a continuum of evil and wrongdoing)，模式的一極端代表可怕的大規模的邪惡爆發，例如納粹進行的大屠殺以及大規模的種族清洗；另一端則是小的過失或僭越，比如說了一個善意的謊言 (the white lie)，其可能只有些許的危害。而無論是邪惡或過失的行為，行動者在其當下甚或事後，皆認為自己乃是善盡本分做好分內之事，何錯之有？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連續漸變的某個過程點上，過失即可能失控而變為邪惡。雖然在絕大部分，我們所談及的邪惡乃指邪惡彼端的行為，然而那較不引人注意的小過失一端，或許也是同樣顯著，因為，通往邪惡之路的起點常是小過失之所在，「邪惡總藏身於狡詐與誘惑的幽暗過程中，在平常時刻，一步步地誘使平常人身不由己或毫無警戒地滑入邪惡的陡峭斜坡 (slippery slope)」(p. 12)。

二、行政邪惡的起因

    Adams 和 Balfour (2004: 29) 認為，行政邪惡主要藉由「技術理性」醞釀而生，兩人深信，現代組織內的倫理淪喪問題，主要跟技術理性的崛起與盛行有關。技術理性類似工具理性，「是一種文化或思考和生活方式，著重科學－分析的心智定見 (scientific-analytic mindset)，以及執著於科技進步的信念」。隨著人類工業與資訊革命的技術開發，人們愈來愈相信和倚賴科技，同時也更容易忽略技術理性價值凌駕人性尊嚴與根本價值的危險，「技術理性的危險不單單在於它不能以自然科學的方式解決社會科學的問題，還在於過份的技術理性抽空了社會過程中內在的道德感與歷史意識」(白銳，2008：191)。於是，面對技術理性文化當道，一般人理所當然會服從那些掌握了先進技術的合法權威，也因而毫不遲疑去做出傷害他人的事情 (亦即邪惡的事情)，但是在他們心中，他們只是克盡本分、奉令行事，何來邪惡之說？。

    因此，技術理性以理性之名行蒙蔽之實，當面臨緊繃拉扯的決策兩難時，組織內的行政人員深信，情勢之所以走入困境，不是因為過於理性，而是還不夠理性。而行政邪惡之所以如此與眾 (邪惡) 不同，即在於其從不以真面目見人，行政邪惡穿戴各種不同的面具交相遮掩，以致於人們從事邪惡行為的同時，完全意識不到自己的邪惡之處。而最弔詭的是，在所謂的道德反轉 (moral inversion) 情況下，某些邪惡行為受到技術理性的掩護，被一廂情願地認定為是良善之舉，一般人很容易在做出行政邪惡時，卻一心以為自己的行為不僅是對的，而且是善的 (good) ( Adams & Balfour, 2004)。

三、積極邪惡 (active evil) 與消極邪惡 (passive evil)

    如前所述，行政邪惡之中心假定乃指，人們以服從法定權威和堅守技術理性為圭臬，從而在非故意或不知情的情況下致人以傷痛及苦難，而且因為道德反轉現象，對自己的行為正義深信不疑。Samier (2008) 進一步主張，行政邪惡還可分為積極邪惡與消極邪惡，兩者皆同意普通人亦可行邪惡事，其差別則在於前者的積極作為和後者的消極不作為。積極邪惡帶有更強烈的道德反轉意味，個人承擔責任的自我標榜或自我期許，因為缺少倫理判斷準則的指引，徒然入人於痛苦的境地而仍一派無辜或沾沾自喜。Samier 的論述主要著眼於消極邪惡的分析，其強調，行政邪惡追根究底就是一處消極性的場域，而任由那些道德上未開發的人，在其中以「道德無意識」的狀態，四處遊走。所以，以消極邪惡的觀點來說，道德消極 (moral passivity) 甚或道德目盲 (moral blindness) 變得不是那麼沒有道德；反過來看，「執行邪惡者還不是組織中的最大問題，那些輕忽容忍、袖手旁觀、盲目服從權威之流，或許才是真正邪惡」(p. 6)。

    循此脈絡，「如果沒有他人的姑息或漠視，行政邪惡將無處藏身」、「坐視不管即是道德上的不負責任」(Samier, 2008：7)。Ophir (2005：24) 以「漠不關心」(indifference) 一詞來形容消極邪惡，並且力陳：「(遇人) 遭受痛苦而不予慰藉是一種邪惡；(遇人) 受到傷害而不予補救是一種邪惡；當邪惡可被阻絕而不阻絕，可被撫慰而不撫慰，就是一種太超過的邪惡。」整合而言，積極邪惡與消極邪惡皆是行政邪惡，由於人們的無思想和缺乏能力思考與判斷 (thoughtlessness and an inability to think and judge) (Bernstein, 2002)，其倫理守則與道德規範完全讓位給「服從權威的倫理」(ethic of obedience to authority)，如何有效率的達成組織目標列為第一要務，可怕的是，邪惡也於此時戴上面具悄然現身，當然，「以合法掩護非法」的勾當亦正暗中進行。。

四、行政邪惡的挑戰

    前述行政邪惡所賴以變身的技術理性文化，其實代表一種公共行政 (教育行政) 的倫理架構，其最高倫理守則 (codes of ethics) 即是將領導者融入組織，替合法權威做出最貼切的詮釋，乃至於一旦涉入非倫理甚或邪惡的行為，立刻提供一最合理的藉口或理由。行政邪惡的倫理體系也是「倫理」的，只不過已經撤除掉「道德墮落」(moral perverse) 和「道德失格」(moral lapse) 的防線 (Adams, Balfour, & Reed, 2006)。職是之故，一位「好」的領導者未必一定是一位倫理領導者，技術理性已對道德墮落披上炫麗的外衣，行政邪惡也正假其名蠢蠢欲動，在其戴上令人迷惑的面具之後，領導者被其假面所蒙蔽，肆無忌憚地大行邪惡，因為有組織的層層權威結構 (structure of authority) 做靠山，只要貫徹目標、做出效率、達到效能，倫理道德的立場堅持可以撇開不管，甚至完全不必去想。

    綜合上述，得以想見的，教育行政人員必須接受行政邪惡的挑戰，而面對其戴上面具之後的多重角色和誘惑，教育領導者亦需充分準備正面迎戰。教育行政領導的道德弔詭 (moral paradox) 總令教育行政人員陷入道德反轉，在奉行此種目標手段錯置的絕對服從時，對於各種非倫理的行政決定常是來者不拒，造成其行邪惡之事，卻全然無邪惡之感。教育行政領導者如何堅持專業、強化判斷、胸懷悲憫、反省批判，俾據以抗拒不同面目的行政邪惡，勢已成為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再者，弱勢族群通常是行政邪惡的最直接受害者，若欲揭開教育行政的邪惡視角，探討教育現場的實例當是最有力且最具代表性的回應分析。

肆、「行政邪惡」的弱勢學生實例分析 

    行政邪惡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普通人為了做好分內之事，盡力配合組織目標，聽從上司命令，這麼一個看似信守工作倫理的平凡行為，卻因此捲入邪惡的行動當中，同時也無法意識到其嚴重後果。換句話說，組織內的技術理性文化扮演相當的角色，面對技術理性，一位「好」(good) 的領導者可以同時做出行政邪惡的行徑，極其弔詭，卻也異常真實。因為，在其傾身對權威階層 (hierarchy of authority) 做出積極表態，逐步向理性的公共服務倫理 (public service ethics) 靠攏時，自身和社會的道德責任早已拋諸腦後，其行政決定的品質跟後果也已無暇兼顧 (Adams & Balfour, 2004)。

    本文以下即擬援引二則教育行政現場的實際案例，進行「行政邪惡」的實例分析，其中，將以積極邪惡與消極邪惡分別代表行政邪惡的兩個軸線，交相對映做探討。

一、積極邪惡

    (一) 本段所選取的第一個實際案例發生於2007年8月 (蘇金鳳，2007)：

    四位來自南投偏遠山區某國中的布農族同學基測結束後，被分發到中部的XX中學，8月13日全姓女同學先到XX中學報到，當時還順利，8月14日司姓、史姓、金姓三位同學跟家長一同到學校、填完相關資料，完成報到手續。司姓家長說，他向在場的一位老師表示，因為家住南投山區太遠，學校是否有宿舍可提供住宿，老師詢問現場的「主任」，該「主任」表示「我們學校從不收原住民」，便將學生原本訂在一起的畢業證書、填好的資料撕開，把四張畢業證書退還給家長，家長當場傻住。
    司姓同學的父親還因車禍拄著枴杖，但「主任」完全不理睬，任由他站著幾個小時。當時已過了中午十二點，三位學生家長憤怒地在現場提出抗議，強調為何原住民不能唸，但「主任」還是自顧著吃便當，不予理會……史姓同學的母親難過地表示，她兒子跟她回家後，心情相當沈重，並著急的說，「媽媽怎麼辦，我沒有學校唸了」，她只好趕快替兒子找其他的學校……
    事後，XX中學校長強調，該校目前有十多名原住民學生就讀，該校不可能拒絕原住民就學，教職人員更不可能當場撕毀學生的申請書，但如果教職人員在應對上有疏失，校方願意道歉。校長指出，該校因校車未行駛南投，加上宿舍有限，以高中部學生優先住宿，才建議這幾位原住民學生考慮就近改就讀南投縣某家商。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第二科黃專員表示，經詢問了解XX中學只是好意建議學生就近就讀，並承諾若學生堅持就讀XX中學，該校一樣會接受他們入學及住宿，因此並非違規拒收，沒有懲處的問題。黃專員強調，依據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辦法，經登記分發委員會分發的學校一定要接受學生入學，沒有拒絕的空間。

(二) 案例分析：

    參酌Adams 和 Balfour (2004)，還有Samier (2008) 的概念，積極邪惡除了合於「普通人行邪惡事並全然無罪惡之感」之定義外，其主要性質即是指行政人員或為完成組織目標，或為服從上級指令，主動行政卻造成「邪惡」－ 帶給他人身體或心靈的痛苦和傷害。本案例中，XX中學的主任等行政人員，對於媒體的報導和原住民學生的指控，或許感到委屈，甚或覺得受到誤解，而若從行政邪惡的角度分析，其行政思維的慣性即可約見端倪。

    首先，原住民學生之所以當下被拒絕入學，如果一如校長所解釋，「該校因校車未行駛南投，加上宿舍有限，以高中部學生優先住宿」，則可以想見，主任及老師的行政決定乃以學校整體利益為考量。由於技術理性的宰制，在辦理招生工作時，必須替學校設想校車路線規劃與宿舍床位的安排，在以達到最大成本效益為首要目標時，極少數學生的權益被犧牲即不足為奇。其次，主任等行政人員應未慮及退還畢業證書的負面後果，遑論其對學生和家長所可能造成的傷害，即便教育部專員認為，「依據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辦法，經登記分發委員會分發的學校一定要接受學生入學，沒有拒絕的空間。」最後，由校長的對外說法，亦可推知，技術理性的文化在XX中學有其一定的影響，行政人員或許無心、無意讓原住民學生與家長感覺受歧視，但在他們自詡主動負責，盡心盡職替學校成本損益把關之時，殊不知其言行可能已形同行政邪惡中的積極邪惡。

二、消極邪惡  

(三) 本段所選取的實際案例發生於2009年3月 (陳舜協，2009)：

    東部XX國中日前發生校園霸凌事件，行政人員疑似隱瞞，教育部長鄭瑞城今天表示，將進行了解，「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洪立委質詢時，播出一段4月1日被上傳到網路，XX國中一群學生圍毆一名輕微智障同學的霸凌影片。洪立委指出，這群學生不但毆打學生，且在網友群起批評之時，還留言反擊，直言「只是K了一個欠K的人，有什麼錯 」，若被處罰保護管束會「從容赴義」 甚至自稱弱勢，要求教育部主持正義。洪立委認為打人的學生價值觀嚴重錯亂，並質詢鄭瑞城是否知情。
    洪立委指出，該校校長意圖掩飾這起霸凌事件，被打的學生被安置到特教班後，沒有去看過這名學生；訓導主任還要求被打學生、家長不要聲張；兩造家長最終以新台幣2萬元和解，打人學生的家長還說「真是難搞」。鄭瑞城說，聽到校園內發生這種事情，「令人痛心」，強調學生的價值觀、品德是他最念茲在茲，教育部最近就會有具體作為。而對學校行政人員意圖隱瞞之行為，他今天就會從各方面了解這件事發生、處理始末，要求相關人員仔細報告，後續處理「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四) 案例分析：

    Samier (2008) 所強調的「消極邪惡」意指，教育行政人員以完成組織目標為首要，以服從權威為唯一倫理，當面對弱勢遇傷害時，技術理性指導其最好坐視不管，儘量選擇大事化小，若能控制成為「茶壺裡的風暴」，當能將組織所受的損害減至最小。從Adams 和 Balfour (2004：xix) 將邪惡界定為「故意或預謀地施加傷痛與苦難於其他人的行為」來看，霸凌對當事人所造成之身體與心靈的傷害，不折不扣地是一種邪惡。申言之，霸凌是邪惡，而行政人員面對霸凌學生的強欺弱、眾暴寡，選擇坐視不管、姑息漠視，不願或不敢挺身而出，就是行政邪惡，一種消極邪惡，而且「執行邪惡者還不是組織中的最大問題，那些無盡容忍、袖手旁觀、盲目服從權威之流，或許才是真正邪惡」(Samier, 2008：6)。

    本案例中，同樣地，倘若立委之公開質詢有其根據，公然指控有影片為憑，則「校長意圖掩飾這起霸凌事件」，以及「訓導主任還要求被打學生、家長不要聲張」之行徑，毋寧可視為消極邪惡。從技術理性的角度來看，前者之意圖掩飾和後者之對受害學生與家長的要求不要聲張，吾人善意解讀，兩者絕非收受霸凌者任何好處，亦非對受霸凌者存有先入為主偏見，校長之缺乏倫理判斷準則與訓導主任之拳拳服膺「權威的倫理」，或許才是兩位行政人員「普通人行邪惡事」的要因。    

伍、結語

    植基於Adams 和 Balfour (2004) 對行政邪惡的定義意涵，本文之主要論證主軸即在闡述，教育行政人員之所以做出行政邪惡，極大可能主因在於其倫理思維失靈退化，任憑技術理性制約，盲目服從法定權威，從而型塑出「無思想和缺乏能力反省與判斷」的官僚慣性。身處科層理性的官僚體制下，他們對於倫理與道德不思考也無判斷，相信「奉命行事就能相安無事」，對於所作所為不談個人感情，不聽其他「雜音」，自然也就不存任何悔意。因此，只一味追求效率、注重手段，但卻缺乏倫理架構與道德規範指引的行政，不僅將淪為強盜的行政，更可能變成邪惡的行政。

    質言之，如果行政邪惡的「邪惡」之處，在於行政人員做出「非倫理」的決定卻全然不知何以為「非」，如果道德反轉的反轉之處，在於行政人員做出「反道德」的行為卻一心以為是「正」，那麼從教育行政的邪惡視角切入，或能讓行政人員更加看清行政邪惡的真面目，避免積「非」成是、昨是今「非」，進而端「正」視聽、撥亂反「正」。藉由教育現場的實例探討，積極邪惡與消極邪惡的起因無所遁形，教育行政倫理的反省實踐途徑更為清晰。

    職是之故，本文所代表的理論意涵面向在於，行政邪惡真切地映照出組織中的人性與文化投射。人們因為過於強調服從「那些掌握了先進技術的合法權威」，讓過度的技術理性「淘空」了個人內在的倫理心與道德感，再由於官僚組織的層級節制特性，以及行政運作過程中的組織動力，逐漸形成一種所謂的「防衛性組織文化」，「無意的行政傷害」無可避免連結「有意的組織掩蓋」 (白銳，2008：193)，行政邪惡的產生雖然弔詭卻又極度真實。

    最後，在教育行政的實務上，教育行政人員或需深自體認，正如Adams 和 Balfour (2004) 的深刻體會－消除行政邪惡沒有萬全之策，較可行的有效辦法即在自我反省批判。如果理論意涵顯示，行政邪惡代表組織中的人性與文化投射，那麼，除了個人提醒自己擺脫技術理性的制約之外，抵擋防衛性組織文化的滲透更是必要注意的課題。具體而言，倘若技術理性被視為組織行之久遠的「歷史共業」，教育行政人員更得反躬自省，是否因為習以為常的消極冷漠、盲從權威而導致行政邪惡，成為施加傷痛、苦難於他人卻毫不自知與無罪惡感的「共犯結構」。從本文之兩則實際案例分析的適度推論，教育行政現場中的弱勢學生可能即是行政邪惡的最大受害者。據此，雖然科技考驗人性，但是，科技理性也無法取代善良人性，瞭解並且進行倫理道德的多重修練，有助教育行政人員強化倫理思維，回正「道德反轉」，以從容揭開行政邪惡之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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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伯 (M. Weber) 以法定權威為其科層體制之基礎，因為一切依法行政，所以認為其權威(力量)乃來自法令規章 (張潤書，2010)。


� 科層體制所強調的理性是一種工具理性，人與其所做工作內容必須配合固定、預先的設計，強調機械性、缺乏人性反思，不容許質疑、批判 (吳瓊恩，2008)。


� Adams 和 Balfour (2004) 認為，技術理性 (technical rationality) 或稱科技理性即是造成行政邪惡的主因。技術理性類似工具理性，重視手段、強調效率，不談實質理性和人之主體性，本文將於第二部分專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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